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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被誉为“英国诗歌之父”的乔叟是 14 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由于深受宫廷文化的影响，

乔叟在早期诗歌中沿用了宫廷爱情传统，但为了反映英国宫廷的现实而对其进行了相应改写。随

着文学视野的不断开拓，乔叟在宫廷爱情传统中融入了现实主义元素，对其中的贵妇和骑士的形

象进行了革新。在后期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乔叟进一步超越了宫廷爱情传统的局限，

以“婚姻”为隐喻表达了他对当时英国阶层矛盾的态度。乔叟在诗歌创作生涯中对宫廷爱情传统

的不断重写不仅生动地反映了他个人风格形成的过程，还为后人了解中世纪末期英国社会的变革

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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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haucer’s Rewriting of Courtly Love Tradition

HU Ying
 （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1137, China）

Abstract：Geoffrey Chaucer, reputed as “father of English poetry”, is the greatest poet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England.  Deeply  influenced  by  court  culture,  Chaucer  followed  the  courtly  love  tradition  in  his
early  poems,  but  made  certain  revisions  to  represent  the  real  English  court.  Along  with  his  gradual
expanding literary horizon, Chaucer began to integrate realistic elements into the courtly love tradition and
innovated the images of noble woman and knight. In The Canterbury Tales, the representative of his later
works,  Chaucer  further  transcended  the  limitation  of  courtly  love  tradition  and  used “ marriage”  as  a
metaphor to show 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class conflicts in his time. Chaucer’s continual rewriting of the
courtly love tradition throughout his  poetic career not  only vividly reflects  the formation of his  personal
style, but also provides invaluable clues for posterity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changes of the late medieval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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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叟 (Geoffrey Chaucer) 的诗歌创作生涯一般

被划分为早期的法国阶段、中期的意大利阶段和后

期的英国阶段。乔叟在诗歌中对法国传统，尤其是

宫廷爱情诗歌传统的运用一直以来都是乔叟学者们

关注的重点。然而长期以来，以马斯卡廷 (Charles
Muscatine) 为代表的乔叟学者主要聚焦于讨论法国

传统对乔叟的影响，较少涉及乔叟在创作生涯中后

期对法国传统的超越 [1]，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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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一问题，但他们大多只对具体作品展开文本分

析，缺乏对乔叟诗歌中宫廷爱情传统的演变进行的

系统性研究。

针对这一不足，本文将结合乔叟所在的 14 世

纪英国历史文化语境，讨论乔叟对宫廷爱情传统进

行重写的三个主要阶段。在早期的诗歌《公爵夫人

之书》与《众鸟之会》中，乔叟为了表现 14 世纪

英国宫廷的现实而在沿用宫廷爱情传统的基础上对

其进行了相应的改写。在中期的诗歌《特罗勒斯与

克丽西德》与《善良女子殉情记》中，乔叟在宫廷

爱情传统中融入了现实主义元素，并对其中贵妇与

骑士的形象进行了革新。在后期的代表作《坎特伯

雷故事集》中，乔叟进一步超越了宫廷爱情传统的

局限，以“婚姻”为隐喻表达了自己对 14 世纪英

国阶层矛盾的思考。乔叟在诗歌创作生涯中对宫廷

爱情传统的不断重写不仅反映了诗人通过融合不同

文学传统和 14 世纪英国现实形成个人风格的过程，

还凭借对“婚姻”“劝谕”“自由”“高贵”等主

题逐渐深入的探讨为后世了解 14 世纪英国社会的

变革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一、宫廷爱情传统与乔叟时代

宫廷爱情传统最早可以溯源至 11 世纪末法国

南部普罗旺斯地区出现的新型抒情体诗歌。普罗旺

斯抒情诗 (Provencal Lyrics) 的兴起与当时西欧的历

史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在斯沃比 (Fiona Swabey) 看

来，这一时期“无论在文化还是政治边界上，它都

被认为是开放的，到处弥漫着宽容，自由和创新的

氛围，充满了活力。这个高度流动的社会鼓励贸易，

经济发展以及知识和思想的交流”
[2]。普罗旺斯抒

情诗通过歌颂贵妇与骑士的爱情，同时肯定恋爱中

的骑士人格升华的可能，为弘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欧

洲 12 世纪文艺复兴拉开了序幕。

普罗旺斯抒情诗兴起之后，一些教士、封建领

主 ， 甚 至 以 阿 基 坦 公 爵 威 廉 九 世 (William  IX  of
Aquitaine) 及其孙女埃莉诺 (Eleanor of Aquitaine) 为

代表的法国贵族也参与了新诗的创作。在他们的推

动下，普罗旺斯抒情诗中的爱情主题逐渐与法国骑

士 文 学 传 统 相 结 合 。 以 克 雷 蒂 安 (Chrétien  de
Troyes) 为代表的宫廷诗人将宫廷爱情引入在欧洲

流传已久的亚瑟王传奇，改写了普罗旺斯抒情诗中

的爱情范式。著名中世纪学者刘易斯 (C. S. Lewis)
认为这一时期的宫廷爱情诗歌以谦卑 (humility)、

温 文 尔 雅 (courtesy)、 私 通 (adultery) 和 爱 情 膜 拜

(religion of love) 为主要特点[3]。随着圣母崇拜在中

世纪中后期逐渐达到巅峰，玛利亚开始在一些著名

浪漫传奇中作为最圣洁的贵妇出现，贵妇与玛利亚

的形象逐渐合二为一。卡系尔 (Thomas Cahill) 在回

顾这一现象时指出：“我们可以保险地说，无论是

敬虔的室女崇拜，还是对领主夫人的桃式仰慕，都

维系着该时期妇女地位的整体提升。”
[4] 宫廷爱情

诗歌中爱情膜拜的特点进一步凸显，这一变化与埃

莉诺及其女儿香槟的玛丽 (Marie de Champagne) 等

宫廷贵妇对宫廷诗人的大力赞助，以及她们对宫廷

爱情诗歌的积极推广密不可分。虽然她们大多没有

直接参与诗歌创作，但是“她们都是艺术家灵感的

源泉，又是作品的批评人和读者，从而为当时的文

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175。

宫廷爱情诗歌虽然起源于普罗旺斯，流行于法

国宫廷，但随着埃莉诺嫁给英王亨利二世，宫廷爱

情诗歌也流传到了英国。在乔叟接触到的法国宫廷

爱情诗歌中，洛里斯 (Guillaume de Lorris) 和莫恩

(Jean  de  Meun) 创作的《玫瑰传奇》 (Roman de  la
Rose) 对他的影响最为深远。在皮尔索尔 (Derek
Pearsall) 看来，“《玫瑰传奇》是乔叟怀着满腔热

忱阅读过的诗作；这部诗作成为了乔叟意识的一部

分，在他个人经验中占的比重甚至超过了他的生活

经验”
[6]80。然而，乔叟的生活经验对他的个人经验，

以及文学创作生涯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乔叟所在的 14 世纪是一个以斗争和变革为基

调的时代。英法百年战争、宫廷内斗、农民起义、

黑死病和宗教改革使得英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王

室贵族对社会的控制逐渐减弱，教会对民众的影响

也日趋没落，封建等级制度开始瓦解。劳作的人

(laboratories)、祈祷的人 (oratores) 和作战的人 (bel-
latores) 这三个传统等级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商

贸阶层 (the commercial class) 在 14 世纪英国的影响

力与日俱增，“等级理论已不再能为日益增多的商

人、公证人、银行家、律师等从事商贸及相关工作

的人提供一个现成的位置”
[7]172。当时英国社会的

另一重大变化是女性地位的提升。在漫长的中世纪

期间，“妇女既无能力，也无必要，更无惯例在军

事和其他方面为领主和国王服务”
[5]11。然而 14 世

纪黑死病和百年战争造成的男性劳动力短缺促使当

政者放松了对女性就业的限制，普通英国女性有了

更多机会参与社会生产。女性，特别是寡妇们外出

就业的机会增多，经济也更为独立。多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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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到 1500 年伦敦寡妇的文章显示，虽然女性无

法进入伦敦最有名望和最盈利的公司，但在她们的

丈夫死后，她们可以接替丈夫的行业，成为制革工

人、剥皮工人、铸钟工人或造丝女工[8]。女性角色

的变化给诗人乔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皮尔索

尔指出：“乔叟不仅对新的商人阶层有所回应：他

同时还异乎寻常地留意到了女性日益增多的对经济

生活的参与……他对巴斯妇作为一个独立、成功的

女商人的刻画并非荒诞的幻想。”[6]252

尤为重要的是，巴斯妇不仅以一个经济独立的

女商人的形象出现，她还是企图通过参与圣母崇拜、

罗拉德派运动和神秘主义运动来获得话语权的英国

女性的一个缩影。在 14 世纪英国，圣母崇拜不仅

帮助贵族女性、修女，甚至女神秘主义者巩固了她

们的地位，还使得广大中间阶层女性通过家庭教育

和对子女宗教活动的指导建立了在家庭中的权威[9]36。

与此同时，圣母崇拜还促进英国女性积极外出朝圣，

因为“朝圣之旅的经验为她们提供了与玛利亚更为

 ‘直接的、个人的关系’”
[10]。除了参与圣母崇拜，

当时一些英国女性还通过成为罗拉德派的成员获得

了更高的文化水平和权力，而这也是罗拉德派被教

会斥为异端的原因之一，因为“让俗界人士能够接

触到《圣经》已经够糟了，让女性也能做同样的事就

更为恶劣”
[9]166。此外，随着中世纪末期神秘主义

运动在英国的兴起，以诺唯奇的朱丽安 (Julian of
Norwich) 和肯普 (Margery Kempe) 为代表的女神秘

主义者开始著书立传，甚至在公众场合传经布道。

虽然受到教会的极力阻挠，但这些女神秘主义者通

过表达融入了大量女性经验的宗教理念打破了中世

纪女性长久以来的沉默。虽然巴斯妇只是乔叟融合

各类文学传统和英国社会现实虚构的一个女性人物，

但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乔叟时代中间阶层女性经

济地位和文化影响力的变化。英国中间阶层女性在

家庭和公共领域发出的声音不仅呼应了贵族女性通

过宫廷爱情诗歌改善女性形象的努力，还在一定程

度上与希望提升文化和政治地位的中间阶层产生了

共鸣，于是在 14 世纪英国转型期间，“女权”和

 “人权”产生了某种奇妙的交融，长期被父权社会

边缘化的英国女性与难以在封建等级制度中确定自

身位置的中间阶层男性在一些文化理念上不谋而合，

从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共同体”。创作生涯

中后期的乔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现象，因此《坎

特伯雷故事集》中由位于上层社会边缘的没落骑士、

来自中间阶层各行各业的男性，以及部分经济独立

且行动自由的女性组成的朝圣者之间虽然争议不断，

但却“找到了一条在现实的层面上和谐共处，搁置

彼此间争议的办法，从而在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

取得了某些共识”
[11]。

乔叟创作出《坎特伯雷故事集》这样的诗歌绝

非偶然。就个人经历而言，他出身富裕商人家庭，

少年时入宫担任王室侍从，成年后成为王室官员，

并曾作为王室特使游历欧洲，中年在海关等部门任

职期间又得以接触众多英国中下层人士，因此较之

同时代的英国诗人，乔叟对英国社会各阶层无疑有

着更为全面的认识。就文学素养而言，乔叟在担任

王室侍从期间深受法国宫廷文化影响，对法语诗歌

非常熟悉，以至对于他，“法语可谓英国的另一种方

言”
 [12] 。在创作生涯早期，乔叟使用了大量的法

语词汇，以便能够更为精确地描写爱情和骑士精神

这样的高雅主题。担任王室特使之后，乔叟有机会

出访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接触到了但丁 (Dante
Alighieri)、彼得拉克 (Francesco Petrarca) 和卜迦丘

(Giovanni Boccaccio) 等意大利诗人的作品并深受感

染，从而开始将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用于丰富自己的

诗歌语言。除了法国传统和意大利文学，基督教和

古典文学传统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乔叟的创作。

然而，乔叟在使用这些文学传统时，并不拘泥于对

权威的尊重而恪守陈规，而是“凭借着日常生活的

经验和对普通英国读者的了解去质疑‘权威会说什

么’”
[13]136，因此能够将这些文学传统的精粹与自

己对 14 世纪英国现实社会的观察与思考相融合，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也许正因如此，对他

创作生涯早期产生重大影响的宫廷爱情传统才得以

随着他对与 14 世纪英国中间阶层和女性密切相关

的“婚姻”“劝谕”“自由”“高贵”等主题日益

深入的探讨被不断地重写。 

二、沿用与改写：《公爵夫人之书》

和《众鸟之会》

 《公爵夫人之书》是乔叟早期梦幻诗三部曲中

的第一部，乔叟将这首诗歌献给了自己的保护人兰

开斯特公爵，以悼念他的亡妻布兰茜。虽然现实中

的兰开斯特公爵身居高位，但依照宫廷爱情传统，

以兰开斯特公爵为原型塑造的黑衣骑士在爱慕的夫

人面前无比卑微，并在痛失爱人之后丧失理智，成

为了被爱神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弱者。与此同时，以

兰开斯特公爵的夫人布兰茜为原型塑造的怀特夫人

无论就外貌、品德和言行而言都可谓完美贵妇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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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在与黑衣骑士的关系中，怀特夫人居于明显的

主导地位，由始至终都冷静而矜持地控制着两人关

系的进展。在黑衣骑士急切的表白之后，她仅用一

个“不”字便回绝了他的爱情。直至一年之后确认

了黑衣骑士的真心，她才接受了他的感情，并从此

承担起教导他的责任。黑衣骑士在回忆怀特夫人对

他的教导时指出：“的确，我的甜爱，每当她纠正

我过错的时候，总是和颜悦色，宽厚相待。同时，

在我的青春多变的生命中，她严加督导，决不放松

一步。”
[14]26 通过对怀特夫人的描述，乔叟强调了

女性劝谕对男性成长的重要意义。在乔叟中后期的

诗歌中，“劝谕”这一主题更是反复出现，成为解

读乔叟作品的关键所在。

虽然在《公爵夫人之书》中描述黑衣骑士与怀

特夫人的爱情时沿用了宫廷爱情传统，但乔叟根据

英国宫廷的现实对其进行了改写，使之更为符合英

国贵族保护人的审美趣味。由于兰开斯特与布兰茜

是一对贵族夫妇，乔叟将宫廷爱情诗歌对骑士与贵

妇之间“私情”的描述转为对夫妻之间的真挚感情

的歌颂。肖明翰在分析这一变化时指出：“在中世

纪诗人中，乔叟第一个摆脱私情巢臼，表现夫妻感

情，从而向现实生活大大靠近了一步。后来在《坎

特伯雷故事集》里，婚姻以及夫妻间的关系和感情

成为突出的主题。”
[15]103 基特里奇 (George Lyman

Kittredge) 在对《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众多故事

进行归类之后，指出巴斯妇、托钵僧、法庭差役、

牛津学士、商人、乡僧和弗兰克林等众多朝圣者都

在各自讲述的故事，以及故事之外的对话中发表了

对婚姻问题的看法[16]。他们讲述的“婚姻故事”在

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创作生涯晚期的乔叟探讨 14 世

纪英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隐喻。

除了《公爵夫人之书》，乔叟在梦幻诗三部曲

的最后一部《众鸟之会》中也明显沿用了宫廷爱情

传统。这首诗是为了庆祝理查德二世击败法国理查

五世的大王子，成功与卢森堡家族的安娜公主联姻

而作。在自然女神主持的求偶大会上，三只雄鹰向

高贵的雌鹰求爱，其中代表理查德二世的那只雄鹰

承诺在未来的婚姻生活中对代表安娜公主的雌鹰绝

对服从：“我完全归她所有，将永久为她服役，她

尽可支配我的一切，控制我的生死；我要象尊崇主

后一样的尊崇她，也照样向她请求恩顾与宽恕，如

有违抗，我愿不惜一死为报……”
[14]89-90 此外，雄

鹰还承诺给予雌鹰充分的自由：“既然谁都没有象

我对她这样真心，即使她并未俯允，她也该以慈悲

为怀，做我的终身伴侣。除此以外，我不敢给她任

何束缚。不论如何痛苦，我决为她服役，不敢懈怠；

天涯海角，我也不怕遥远。”
[14]90 虽然雄鹰沿用了

骑士向贵妇求爱时固定的话语，但雌鹰的反应却有

别于宫廷爱情传统中的贵妇。雌鹰并不为雄鹰的承

诺所动，她拒绝挑选任何一只雄鹰作为她的配偶，

恳请自然女神给她一年的时间考虑，一年之后再进

行选择，因为“我还没有打算做维纳斯或可必德的

侍役”
[14]95。乔叟也许是希望借这一情节影射理查

德二世和安娜公主之间错综复杂的联姻过程，然而

乔叟诗歌中的很多女性人物，如《特罗勒斯与克丽

西德》中的克丽西德和《武士的故事》中的爱茉莉

都表现出了同样的对自由的向往。在《伙食司的故

事》和《自由农的故事》中，乔叟更是深化了对

 “自由”主题的探讨，并赋予了这一主题明显的政

治寓意。

难得可贵的是，乔叟在《众鸟之会》中对宫廷

爱情传统的改写不仅在于强调雌鹰对自由的渴望，

更在诗中融入了英国其余阶层人士的身影。参加求

偶大会的除了三只高贵的雄鹰，还包括虫食小鸟、

水禽和靠植物种子为生的鸟类，自然女神将它们按

照各自的秉性安排在自然花园不同的位置：“掠食

猛禽坐在最高位，然后是那些虫食小鸟，他们当然

还吃其他的东西，此刻我不详述；惟有水禽之类却

排在山凹最低处坐下。至于那些靠植物种子为生的

鸟类就坐在草地上，他们为数众多，叫人看去目

眩。”
[14]87《乔叟文集》的译者方重对众鸟的排位

进行了解读：“这一段将鸟类分为不同的等级，代

表着当时社会上各个阶层，坐得最高位的掠食猛禽

应指贵族阶层而言，虫食鸟类乃中产阶层，水禽指

市民商人，而为数众多的靠植物种子为生的鸟类则

指农民。”
[16]88 与其他宫廷诗人不同，乔叟显然意

识到中产阶层、市民商人和农民也是 14 世纪英国

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借自然花园中众鸟云

集的求偶大会呈现出英国各阶层的全景图。尤为重

要的是，众鸟不仅参与了求偶大会，还得以在求偶

大会陷入僵局时表达各自的意见。由于三只高贵雄

鹰按照宫廷爱情传统向雌鹰的求爱极为冗长，迫不

及待想要择偶的众鸟无法忍耐，开始叫嚷起来:“鸟

儿们相互矛盾的观点和反驳瞬间爆发出来。各种方

言、谚语和俏皮话此起彼伏，每一个都代表着和其

他话语不同的世界观。”
[17] 众声喧哗之中，自然女

神建议每类禽鸟选择一名代表发言，才得以平息众

鸟的不满。乔叟也许意在通过求偶大会影射当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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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断发展的议会制，自然女神对众鸟意见的尊重

和妥善处理是求偶大会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所在。

相较于雄鹰和雌鹰高贵的身份，自然女神“高贵”

的统治更值得赞颂。乔叟在《众鸟之会》中暗示了

自己对“高贵”的看法之后，在《坎特伯雷故事集》

中更是借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朝圣者之口，从不同

的角度对“高贵”这一主题进行了更为充分的探讨。 

三、融合与革新：《特罗勒斯与克丽

西德》和《善良女子殉情记》

在创作《众鸟之会》时，乔叟便开始受到意大

利文学的影响。随着乔叟对意大利文学的了解日益

深入，他在创作《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和《善良

女子殉情记》时更为明显地意识到宫廷爱情传统中

的男女之爱与中世纪现实社会中真实的两性关系之

间的巨大差异，因此这两首长诗虽然在语言风格、

叙事框架和故事情节上仍表现出若干宫廷爱情的特

点，但乔叟通过对其中“贵妇”或“骑士”形象的

革新，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中世纪父权文化的反思。

在《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中，乔叟重写了一

个古典时期流传下来的关于爱情和背叛的故事。包

括圭多 (Guido delle Colonne) 和卜迦丘在内的很多

诗人在不同程度上均将故事中的克丽西德描述为贪

生怕死、背信弃义的自私女子，但在乔叟的版本中，

 “克丽西德是以一个复杂、多维的人物形象出现的，

她纠结反复的性格引发了乔叟评论家们无穷无尽的

论述”
[7]209。虽然乔叟笔下的克丽西德仍未逃脱悲

剧命运，但她被塑造成一位有着细腻情感、丰富内

心世界的女性人物。贝尔曼 (Mary Behrman) 认为克

丽西德具有与命运抗争的英雄气概[18]，达蒙 (John
Damon) 则认为乔叟赋予了这个异教故事中的克丽

西德以基督教精神，将她描述为一位“忠诚、富有

同情心，心胸宽广的女人”
[19]。

在这首诗中，特罗勒斯沿袭了宫廷爱情传统中

的骑士形象。他虽然是特洛伊城地位最为尊贵的男

子，但在爱神的惩罚下对克丽西德一见倾心，成为

她卑微的骑士。然而，克丽西德却不再是宫廷爱情

传统中沉溺于情爱的贵妇，她对两性之间真实的权

力关系有着理性的认识。面对特罗勒斯的求爱，克

丽西德反复权衡利弊，并曾吐露这样的心迹：“他

喜欢我，又算得了什么稀罕的事？感谢上帝，我是

我自己的主人，在我这地位我有相当优裕的生活，

我还年轻，是花草繁茂的牧场上一只无羁无绊的羔

羊，没有人忌妒我，我也不受任何牵涉；我并没有

一个丈夫来向我夸口说我是他手上的败将！男子们

不是忌妒，就是有统治欲，或是见异思迁。”
[14]139

在克丽西德看来，男女之间不可能存在平等的爱情，

只有脱离男性以爱为名的掌控，她才能成为自己的

主人，过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生活。克丽西德的

内心独白不仅呼应了《众鸟之会》中雌鹰对自由的

渴望，还为雌鹰的心态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阐释。

乔叟不仅在这首诗中通过对克丽西德心理活动

的刻画揭示了宫廷爱情传统与父权文化的冲突，还

通过对克丽西德背叛的处理表达了自己对父权社会

中女性命运的思考。与其他一味谴责克丽西德的诗

人不同，乔叟拒绝对克丽西德的行为加以评判，相

反却隐约其辞，使用了“古书上有记载”，“我还

在 其 他 书 中 看 到”，“有 人 说−我 却 不 知 底

细−”，“然而古书上说”等话语来保持自己与

叙事的距离。此外，乔叟还将克丽西德称为“不幸

的女子”，极为详细地描写了克丽西德对自己命运

的哀叹，强调“她对特罗勒斯变心之际，曾经哭泣，

据说天下女子没有一个能象她那样悲恸的”
[14]249，

从而隐晦地表达了对她的宽恕。通过这一系列的策

略，乔叟无疑为未来的读者对克丽西德进行全新的

道德评判预留了空间。

除了在《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中对克丽西德

的形象进行了革新，乔叟还在《善良女子殉情记》

中揭示了 “痴情骑士”这一文学形象的虚妄。珀西

瓦尔 (Florence Percival) 因此指出：“尽管乔叟一向

尊重法国大师们的诗歌传统，但在《善良女子殉情

记》的写作过程中，乔叟诗歌中的反叛因素更为明

显。”
 [13]42 这首诗中的贵妇大多在历史上以美德和

对爱情的忠贞闻名，但也有以埃及女王克丽佩特为

代表的少数贵妇因为离经叛道而饱受争议。虽然很

多评论家将这首长诗视作乔叟的一部过渡性作品，

然而科莱特 (Carolyn P. Collette) 却指出这部作品作

为一个特殊文化时期的产物，不仅是乔叟作为一名

经典作家的成长之路上极其重要的作品，同时也是

使得“早期的人文主义与中世纪末期宫廷传统相遇

的奇妙的文本”
[20]。

依照宫廷爱情传统，《善良女子殉情记》将对

爱情的忠贞程度作为评价人性的标准。”然而《善

良女子殉情记》中的男性徒有宫廷爱情传统中“痴

情骑士”的外表，却往往为了追名逐利而背弃贵妇

们的爱情。在《菲丽丝记》中，乔叟对负心汉德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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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作了如下评价： “他的面貌身材不亚于他的父亲，

同时，在骗取爱情的手法上也是父子一脉相承的；

真是天赋的才能。好比老狐狸莱纳做得巧妙，小狐

狸自然也会照办；生来就懂得父亲的一套，用不着

教，正象抓住一只小鸭在水边一放，它就会自动游

去。”
[14]322 这首诗歌中的女性虽然高贵而富有，但

受环境的束缚，大多只能在家宅或宫殿内虚度光阴，

 “以死殉情”便是她们所能取得的最大功绩；而男

性则与“航海”这一意象紧密相连，他们永远在外

飘泊不定，企图通过不断的冒险来提升自己在封建

等级序列中的位置，“建功立业”才能实现他们的

人生价值。父权文化对性别角色的划分以不同方式

对男女两性都构成了压迫，由于无法拥有共同的经

历和成长，两性之间的爱情大多只能以失败告终。

乔叟虽然在《善良女子殉情记》的引子里宣称这首

诗是受爱神和雏菊花神之托而作，但他在诗中对

 “痴情骑士”形象的颠覆不仅意在批判背信弃义的

男子，还意在揭示造成两性爱情悲剧的文化根源。

在对父权文化进行反思的同时，乔叟还通过对

 “劝谕”和“高贵”的探讨表达了自己对封建等级

文化的态度。评论家公认引子中爱神的原型是脾气

暴躁的年轻国王理查德二世，而雏菊花神的原型则

是他优雅的妻子波希米亚的安娜。安娜皇后性格温

顺，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她曾试图去约束理查德二世

某些过激的行为，但在很多已知的场合里，安娜曾

为罪人们公开请求宽恕，例如她曾为 1381 年农民

起义的造反者们求情，此事还耽搁了她到英格兰与

理查德成婚[13]47。在引子中，爱神因为诗歌的叙述

者杰弗里丑化女性而对他进行斥责，雏菊花神阿尔

塞丝却选择为他辩护，珀西瓦尔因此认为:“她模仿

了经常和圣母玛利亚联系在一起的女性仲裁者和调

解人的角色，这是乔叟时代很多贵族女性认为在处

理国内危机时需要充当的角色。”
[13]92 颇具深意的

是，阿尔塞丝为乔叟辩护的长篇说辞与中世纪末期

英国流行的文人用于向君主进谏，告诉他们应该如

何明智地管理自我和国家的文体非常相似，从而使

得自《公爵夫人之书》便出现的“劝谕”主题开始

有了政治内涵。在强调“劝谕”的意义并拓展其内

涵的同时，乔叟表达了自己对“高贵”的理解。在

阿尔塞丝为杰弗里所作的辩护里，乔叟明确地借阿

尔塞丝之口阐明了何为君王之道： “因为当个君王，

顺天者昌，不可像乡间的地主一样不顾一切，残害

良民。为主者必须为自己的臣民着想，他主要的职

责就在乎使百姓沐其恩泽，随时随地听取民怨，及

时注意民间的疾苦与呼吁。”
[14]276 阿尔塞丝告诉爱

神，权力并不意味着专横暴戾，与之相反，权力的

最高境界应是宽恕和感化，让臣下明白自己的过错

并能从思想和行动上痛改前非。较之爱神的专权，

阿尔塞丝对待臣下的方式无疑更为“高贵”，她不

仅为爱神树立了如何处理阶层矛盾的范本，也让宫

廷诗人杰弗里心悦诚服，感叹“此刻我是充分地感

受到了她的福泽”
[14]279。在《众鸟之会》中借求偶

大会上自然女神对众鸟纷争的妥善协调暗示何为

 “高贵的统治”之后，乔叟又在此诗中将自己对

14 世纪英国阶层矛盾的思考融入了带有喜剧色彩的

爱神、雏菊女神和杰弗里三人的对话，并通过阿尔

塞丝的劝谕和杰弗里对她的赞颂含蓄地提出了自己

对封建等级文化的质疑。 

四、超越与重塑:《巴斯妇的故事》和

 《自由农的故事》

乔叟作为一名中世纪男性诗人，不可能完全摆

脱历史文化语境的限制，然而随着人生阅历的不断

增长，他对 14 世纪英国两性和阶层问题有了更为

深入的认识。在后期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里，

乔叟进一步超越了宫廷爱情传统的局限，故事的叙

述者由宫廷诗人换作中间阶层男女，主题也由

 “爱情”变为“婚姻”。在这些“婚姻故事”中，

 《巴斯妇的故事》和《自由农的故事》最具代表性。

马西 (Michael Masi) 在讨论《坎特伯雷故事集》

的核心思想时认为巴斯妇是解读这部诗歌的关键所

在，因为“所有在她之前或之后讲述的故事在某种

意义上都是对她的论点，或者是对她陈述的自身经

历，甚至是对她成为主要由男性组成的朝圣者中的

一员这个事实进行的回应”
[21]。《巴斯妇的开场语》

具有明显的法布罗文学的特点，然而《巴斯妇的故

事》却具有浓厚的浪漫传奇色彩。在很多评论家看

来，巴斯妇讲述的故事过于理想化，与其本人的身

份性格并不相符。然而，也有评论家认为由泼辣剽

悍的巴斯妇讲述一个以爱和宽容结尾的浪漫故事并

不奇怪，因为“这个故事不仅让巴斯妇想要获得控

制权和一个年轻、刚健的丈夫的欲望得到完全满足，

还让她重获失去的青春美貌的欲望得以满足”
[22]。

想要同时满足上述欲望，巴斯妇必须对许多传统的

文化理念进行革新，而何为真正的“高贵”便是其

中至关重要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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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斯妇讲述的故事中，骑士是一位身份高贵

的男性，无论是在故事开头林中偶遇的仙女面前，

还是在故事结尾成为他妻子的贫苦老妇人面前，都

有着天生的优越感。在卡罗瑟斯 (Mary Carruthers)
看来，骑士的优越感源于“他有着明显的阶层意

识”
[23]。如果无法破除骑士的阶层意识，故事中身

份卑微的老妇人与高贵的骑士绝不可能拥有一段和

谐的婚姻。因此在两人的新婚之夜，老妇人对骑士

进行了意味深长的劝谕。老妇人首先选择对骑士引

以为傲的高贵身份进行消解，并告诉他何为真正的

 “高贵”：“但你提起家世富有，出身高贵，认为

这就算有了地位，你这般自恃夸傲实在值不得半文

钱。凡是那不论公私都以道德为，一心要做出高贵

的事来的人，方可算得最可尊崇的人。”[14]469 随后，

老妇人又逐一革新了骑士关于“贫穷”和“年老”

的认识。在骑士接受她的劝谕，并愿意将主宰权交

予她之后，老妇人终于变身为美丽妙龄的女郎，使

得两人都能体会到婚姻的幸福。这一场景在某种意

义上暗示了乔叟对婚姻中的两性之争，以及英国社

会中的阶层之争的真正态度。消解传统的性别意识

和阶层意识的目的不在于建立新的等级文化，而在

于形成一种融汇了男女两性、以及不同阶层的人们

的经验，更为平等、自由和包容的文化。

乔叟在《巴斯妇的故事》中借骑士和老妇人的

婚姻对“高贵”进行全新定义之后，又在《自由农

的故事》中借阿浮拉格斯与朵丽根的婚姻探讨了

 “自由”对婚姻和其他人类关系的重要意义。在

 《伙食司的故事》中，乔叟已对自由的重要性进行

了初步的阐释。故事中贵族男子费白斯的妻子在丈

夫为她提供锦衣玉食的生活，同时不遗余力让她快

乐的情况下仍然设计出轨，乔叟以“笼中鸟”作比

分析了费白斯的妻子背叛丈夫的原因：“以一只鸟

来作比，把它关进笼，一心一意照护它，喂它饮食，

想尽一切好东西给它享受，把它安置得清洁舒适，

即使它的笼是金制的，十分美观，这只鸟儿还是万

分情愿去吃它的虫，宁可在寒冷峻厉的树林中过它

的生活。它永远要设法跑出笼去；这只鸟的心上只

知道要自由。”
[14]720-721 与善妒的费白斯对妻子的严

密监控不同，《自由农的故事》中的骑士阿浮拉格

斯与贵妇朵丽根的婚姻是建立在给予对方最大限度

的自由和尊重的基础之上。阿浮拉格斯放弃了丈夫

在婚姻中的控制权，而朵丽根则放弃了宫廷爱情传

统赋予贵妇的主导权。自由农对此评价道：“这是

一个融洽互让的表现，她所得的是一个顺从的侍者，

一个可尊崇的主子−爱情上的侍从，婚姻中的丈

夫；他得有权威，同时也受了束缚。束缚吗？−

不，他仍掌有权威，因为他既取得了妻，又赢得了爱；

他的夫人、妻子和一个接受了爱情律的配偶。”[14]559-560

虽然自由农认为阿浮拉格斯与朵丽根之间的婚姻无

疑是最符合人性的，然而有趣的是，在他这段评论

中却出现了“侍者”与“主子”、“侍从”与“丈

夫”、“爱情”与“婚姻”、“权威”与“束缚”、

 “夫人”与“妻子”等诸多相互矛盾的概念，从而

预示了两人建立在宫廷爱情传统之上的婚姻在父权

社会中可能出现的重重危机。在两人婚后，阿浮拉

格斯离开妻子去武艺场求取荣誉，青年男子奥蕾利

斯趁机向朵丽根吐露了爱意。作为宫廷爱情传统中

的贵妇，朵丽根享有接受奥蕾利斯爱情，并驱使他

为自己服务的自由，然而这一“自由”却让她陷入

了僵局，最后唯有依赖丈夫和求爱者在处理此事时

表现出的高贵品格才勉强摆脱了困境，朵丽根这才

领悟到宫廷爱情与父权文化的格格不入。

虽然故事中阿浮拉格斯与朵丽根在平衡爱情与

婚姻、自由与束缚、理想与现实的努力中遭受了挫

折，然而考虑到自由农的身份，这个故事便显得别

具深意。《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大多数男性朝圣者

都从男性视角讨论两性关系，但自由农的叙述视角

却在很多方面与朵丽根保持一致，只因为“他的社

会等级与朵丽根的性别等级有着某种相似性”
[24]。

在中世纪中后期，随着庄园经济的瓦解和不同规模

的城镇的兴起，农奴制逐渐消失，“领主和农民之

间人身依附关系的消失创造了全新的社会文化。富

裕农民和小贵族以及商人之间不再有法律规定的界

限，社会地位不再取决于对土地的占有，而更多地

依赖于个人从事的职业和拥有的财富”
[25]。在《坎

特伯雷故事集》中，富裕的自由农不仅满足于拥有

足以与骑士阶层媲美的财富，他还选择讲述一个宫

廷爱情故事来探讨“爱情”“高贵”“荣誉”等高

雅的主题。虽然“他的行为显示他渴望的是担负一

个骑士的责任”
[26]，但他的故事却从对爱情的歌颂

转为对婚姻的探讨，同时流露出强烈的掌控人身自

由的欲望。自由农的故事对宫廷爱情传统的偏离无

疑与他的现实处境密切相关。虽然他解除了与封建

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同时经济地位也有了较大提

升，然而他在 14 世纪英国封建等级序列中的位置

却远不如同行的骑士那般牢固。文化认同与现实地

位间的冲突使得自由农一方面能对故事中贵妇朵丽

根所受的性别等级文化的压迫感同身受，另一方面

则希望通过讲述阿浮拉格斯与朵丽根对理想“婚姻”

的探索和因此遭受的磨难来表达自己对封建等级文

化的质疑。因此在休姆 (Cathy Hume) 看来，“这个

故事并未游离在它所在的文化环境之外。故事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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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主要取决于和真实的人类生活的联系，以及对当

时文化论战的贡献”
[27]。通过选择自由农作为叙述

者，乔叟完美地将自己对两性和阶层问题的态度融

入了这个集“爱情”与“婚姻”于一体的故事中。 

五、结束语

在乔叟所处的 14 世纪英国，无论是像《坎特

伯雷故事集》中的学者那样捍卫传统，强调女性对

男性、臣民对君主、人对上帝应绝对服从的一方，

还是像巴斯妇和自由农那样，由于在不同程度上受

到性别或封建等级文化的压迫而希望有所改变的另

一方，都无法彻底地说服对方，只有在不断地辩论

与妥协中寻求能够描述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的全新

语言。乔叟无疑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以不断赋予

经典故事，现有词汇、传统主题以新的意义的方式

参与其中。在乔叟的诗歌中，宫廷爱情范式在历经

早期的沿用与改写，中期的融合与革新，以及后期

的超越与重塑之后，逐渐转变为更能反映 14 世纪

英国社会现实和新兴中间阶层情感解构的“婚姻范

式”，而乔叟在此过程中对“婚姻”“劝谕”“自

由”“高贵”等主题层层深入的探讨不仅使得他的

诗歌成为 14 世纪英国社会变革的重要表征，还在

两性和阶层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架起了一座不可

或缺的文化桥梁，并促进了传统与现实，权威与经

验的融合，从而在英国各阶层自 14 世纪起的连属

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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